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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关教育学科的学术地位尊荣，但近年来取得进展很少，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调整思路，强化教育学的技术方面的因素，甚至不惜向指南或手册方向发展，以增强教育学的实效性的方式强化教育学科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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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problem involves education academic status and its honor, bu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little progress, we think that it can be to adjust train of thought,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factors of the pedagogy aspects, even do not hesitate to be guide or manual direc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dagogy strengthen the pedagogy acade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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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学科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的根由之一是其理论与实践的悖离——大凡片面追求升学率且比较成功的地方往往是违背教育学规律最为严重的地方，也是把学生进行强制训练比较成功的地方。而对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叶澜形象地称之为“煮不烂”的老问题
，陈桂生、石鸥等人认为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是实际脱离理论；
宁虹、李长伟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徐继存等人强调教育学知识的有限性
。所有这些认识对加深我们对教育学学术走向的理解起到重要作用。但该呼吁的呼吁、该强化的强化，教育学科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社会上对教育学的学术性、实用性仍存在质疑。那么，我们能否换个思路，强化一下作为手段或方法的教育学以获取社会对教育学的认同呢？

1、 作为方法的教育科学不惮于成为教育教学手册或指南

现在教育学界似乎达成共识：教育学者唯恐把自己的学科“贬低”成为教育手册或指南，一再以理论工作者自居，似乎理论工作者就比实践者高一个层次一个水准——教育理论是用来指导教育实践的。“使教育学成为实际操作的指导书，或使其成为教育案例汇编。这类尝试或可对得上狭隘经验论的口径，也许能从中得到不少令人欣慰的效果，但由此而将失去的，是‘教育’之‘学’”。
“陈桂生实践教育学”教育理论工作者不想也不屑参与中小学基础教育实践，教授们更喜欢栖身象牙塔，不愿和中小学教师周旋。他们关心的从事“学术化”“规范化”乃至“价值中立”的教育科学研究，竭力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掘出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以为掌握了规律便可推动实践的发展。实际上完全从教育思想入手，从教育观念转变入手，从纯粹理性切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是对教育实践复杂性的漠视和简化。从根本和根源上说，教育实践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教育学在追求学术体系与规范的完整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有自洽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推演，摆脱日常习语以便能与相对成熟的社会学乃至哲学领域相抗衡。但问题的吊诡在于，教育学从来无法摆脱人们日常用语，而且无论在价值推演、逻辑论证或概念话语独立方面，教育学只能成为这些学科理论的应用领域，教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是被这些学科远远抛在后边，或亦步亦趋地拾人牙慧而已。

我们认为，如果转变思路，教育学自觉转向教育实践领域，从教育实践方面强化把教育学更多的作为一种公知的技术，这样做对摆脱教育学目前学术困境可能更有裨益。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实际可操作的技术，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实践，我们自然不会否认，目前无论是师范生的在校教育与实习，还是在职教师的培训与提高，教育学理论与他们自身需要之间的差距简直判若云泥。把这个问题只归咎于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知识普及程度不高显然不当，但实际支撑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不是他们所学的教育理论知识，教育理论课程学习与教育实践的关联很低甚至存在断裂也是事实。教育学从来没告诉学生怎样上课，怎么安排课时节奏，怎样集中和保持学生注意力，尽管“因材施教”从孔子开始讲了数千年，而“一堂好课”的标准也是公共课教育学教材必备的重点内容，但各教育学版本概述笼统不一且充满歧义。学生学习教育学并非要学一堂好课的标准，而是学习怎样操作、怎样上课才更有效率。从来没有人否认，教育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对师范生教育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作用不强，即便是师范专业毕业的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也多是在其毕业后的教育经历中自发地形成的。当前教育实践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界，在推行新课程改革过程中，人们普遍反映的是新课改的目标很高很诱人，但毕竟玄远，操作性不强，特别是每堂课都要从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评价确实是比较难做的事情。那么如何把新课改的理念推进到普通教师头脑中并化为他们的行动，显然仅仅有理念灌输还不够，必须把理念化作可操作的标准化的程序、方法、步骤。实际上，基层教师很少考虑太大太深的价值观问题，国家颁布课程改革纲要中广为散布的各类理论，对基层教师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感觉的。即使再宏富的理论、再完整的体系他们也是靠日常活动中的一点一滴去体验、去感悟，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而微观的感受，前面那些无论看起来多么辉煌、缜密的理论成果对普通教师来说都只能是一堆堆冰冷的没有知觉的“蚂蚁阵”。所以在教育实践中，从技术角度说，根据特定情况确立特定的目的并把一般目的分解为若干更具体的目标，根据这些特定目的与目标，选择相应有效手段和方式方法。其中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都是具体的，都是教育学应该且能够明晰的。如果教育学能够把这些问题明确且确定无疑地交给师范生或者在职教师，他们还觉得教育学无用吗？

另一方面是从策略上来说它是自下而上的技术进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社会上充满着学术泡沫，劣质书刊满天飞，其中就有不少教育学方面的理论著述。教育学在肆无忌惮地开疆拓土的同时，自身的学科严谨性和自身内部各学科之间的逻辑关联也越来越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育思想界的贫困，恰恰是太看重思想所致。教育学界总把思想观念的更新作为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似乎一切都要从改变教育者的观念开始。其实，中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那些引进“先进思想”的教育理论所推动的，而是长期在一线的教师针对教育问题自发的行动所导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无力进行制度创新或技术层面的创新本不奇怪，但至今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有意无意疏离教育实践的这些创造，不是对这些创造进行思想性的解释或归纳提升，使之系统化、规范化，而是贬斥为低水准低层次乃至违背教育规律，实则扩大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其实，我们如果抛弃理论的成见，用另样的眼光看待教育、观察教育，往往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常识告诉我们，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实，教育界的许多成功探索和新鲜经验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一线教师。坚持从一线教学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教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可怕的是教育界流行却是自上而下，动辄引用领导人讲话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表述方式。这其实是知识分子堕落的一种表现。教育学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思路、参考或指导，但绝不可以通过领导人的讲话来论证教育学原理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当今的教育学家更多的是附和乃至应奉，通过自己掌握的教育学知识来论证领导的决策是英明的、有远见的和正确的。一味溜须拍马的结果是，一些教育学成为政策解释学，教育学的学术性越来越受到质疑。
此外，从学术的角度看，从医学院崛起开始，教育学界中人就呼吁把医学院的知识当做榜样。这一切都因为医学知识似乎远比教育知识更为专业、权威和令人信服：没有接受过教育学训练的人也可以随便对复杂的教育问题发表意见，而要对复杂的医疗问题发表见解，却必须到医学院接受真正专业的医学教育，避免了教育学的界外人士可以肆意指点江山、“解构”教育学的尴尬。确实，如果教育学的教授们能产生出像医学知识那样“过硬”的专业知识，教育学学术地位自然无法撼动。但众所周知，教育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固化物化的客观存在。教育学难以产生出像医学那样条理分明、结构严谨、客观实效、一用就成的灵丹妙药。对教育学提出像医学那样严格的体系、规范的操作显然是强人所难。但反过来看，医学的发展主要并不在医生自身，而是相关学科的进步，如化学、生物学、乃至激光技术。而医学教育只是在规范地训练医生如何诊断、如何用药或手术，其实这些临床医疗者们对医学的新进展所知并不多。尽管教育学做不到像医学知识那样客观实效，但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些努力，努力提高教育教学的时效性呢？教育学的教授们不应追求“高深学术”而拒绝从事低于大学水平的工作，不能忽视帮助中小学教师和未来教师怎样解决教学问题。
二、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就应该完成知识的积累与谱系构建

在教育学领域，人们最感到繁琐与无奈的是许多知识是冷饭热炒：众多问题与多年前相比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而原有的原则、条例和规范并没有贯彻到实践之中，至今教育学学科体系没建立起来，教育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仍然歧义迭出。当然，也有众多学者对此做过努力，几乎所有教育学理论工作者都对此问题展示了自己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心态和各自的努力难说真正促进教育学知识的普及或教育学本身的进步。于是关于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讼、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辨析、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解释、教育学科内部的争论等等经久不息，每过若干年肯定会都被重新热炒一次，但并没有比此前的认识取得实质性新进展。实际上，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教育学谱系机制，把教育学已经探讨过且能大致达成共识的知识作为教育学知识罗列清楚，对此类问题可以不必再反复探讨，以避免浪费。

如果细缕教育学学术建设本身，就笔者孤陋寡闻的视野中，大概陈桂生先生在此方面用力最勤，其对众多教育概念都作出了界定与分析辨析与梳理，尤其是他把教育学知识分四类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们的问题是，教育学如何沿着这种分类继续深化细化、完成其知识谱系的构建，并作为一种科学、规范、系统的知识体系被人们掌握？这才是教育学科的目的所在。特别是我们更为关心是为实践提供具体帮助的技术部分取得了何等进展，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又占何等地位。实际上，近年来教育学的发展整体上是可圈可点的：著述越来越多、文章越来越长、知识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教育学成为教师入职的门槛。但教育学对教育实践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不可高估，基础教育界对教育理论的质疑就是其典型呈现。笔者认为，这与教育实践相关的技术环节最为薄弱密切相关。教育理论工作者不敢、不愿、不屑深入教育实践第一线的现象普遍存在。当然有些教育理论工作者找到很好的借口：元教育学研究——只对研究教育的研究进行研究。这样做无可厚非，而且甚为必要，但如果所有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把精力投入到元研究之中，恐怕非教育学科之福。教育学自身建设应该倡导一种实践风气，结合教育实践谈问题、升华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应该把问题讨论明晰化，对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可以形成概念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那么它就不应只是由一些普遍性的概念、命题和判断构成，而且需要大量的“实践理性”和“技艺”，甚至需要许多难以言表、难以交流和共享的缄默性知识。我们教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恰恰需要在整理这些“实践理性”和“技艺”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并为缄默知识腾出空间。教育理论工作者应摆脱高高在上追求“纯学问”的思路，而是与教育实践界紧密结合，在与一线工作者共同面对教育问题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同时，教育学理论工作者应有意识地把所有教育学知识谱系化。教育学之所以认同程度不高，也与教育学知识的分类不清、边界不清、条理不清有关。自从人类诞生教育便与之伴随，随着学校的诞生教育学的内容便纳入人们的学术视域，孔子、苏格拉底等先贤在教育学领域的贡献不容我等置喙。但数千年来教育学学科知识在哪些方面超迈先贤却大有疑惑：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仍然是教育学中的应有之义，而具体实施却只能默会于心。实际上，来自实践的理论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实践、概括实践的层面，还必须有剖析实践、批判实践、超越实践的能力。用著名哲学家孙正聿的话说：“理论之所以能够‘反驳’实践并促成实践的自我超越，是因为理论自身具有三重特性：其一，理论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和结晶，因而它能够以‘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反观现实的实践活动；其二，理论具有‘时代的容涵性’，即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因而它能够以对时代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去批判地反思实践活动和规范地矫正实践活动；其三，理论具有‘概念的体系性’，即理论是概念的逻辑系统，因而它能够在概念的相互规定和相互理解中全面地观照实践活动，并引导实践活动实现自我超越。”
试想教育理论在三者或者其中的哪一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呢？

尽管我们可以义正言辞地批评当前基层教师有轻视教育理论的倾向，告诫他们不要幻想有一种万能的教育理论可以直接解决所有的教育实践问题，不能因为理论的不直接不实用而拒绝理论。但实际上至少我们的教育理论应能提供一种框架，以便对重要的问题和方法进行概念分析和条理化界定，从而可以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但至今我们的教育学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教育实践者从中找不到自己可以引以为据的框架。相反，现在许多学者在倡导批判教育学，要求教育者有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应该说这种导向没错，通过反思使得教师能够自觉主动地强化教育理论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批判都应建立在有共同话语的认识基础之上，而决非是仅仅简单地就一个教育现象阐明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为唱反调而唱反调的现象在教育理论界表现尤为突出。

3、 作为规范的教育学应该能引领实践共同进步。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本身是社会复杂实践的一种，认同对教育的研究可以为了既定目的、选择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得出不同结论；同时我们也认同休谟法则，即“实然”并不必然导致“应然”，“应然”并不必然带来行动。那么，以往教育理论主要对教育现象作出事实的概括和判断（实然判断），教科书中采用的描述性定义、描述性命题及概念的逻辑推演，其旨在描述教育事实，考察各种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与条件，从而揭示其中规律性的联系，它着重回答教育“是什么”的问题。而教育实践则要求对教育现象作出价值判断（应然判断），主要回答教育“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即确立教育价值规范，以指导实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学取向。其实以往在这两方面教育学都作出过努力，只是由于人们怯于教育学成为手册或工具书，刻意淡化了教育学在实际可操作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教育学如果能作出规范性的或规则性的要求，直接规定应当做什么（当然，这些规定皆为特点情况下规定的，并不是无条件地、普遍地规定的）。而且能够把这些规则性要求转化为操作性指令，即主要是技艺性的面对具体教育情境而进行的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操作，使得教师或未来教师能够在遇到教育问题时知道到哪里寻找可靠的教育理论支撑和可供参考的教育教学手段。那么，这种建立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哲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以向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操作规范、指导思想等为主要目的和主要任务的教育学必然能摆脱无效无用的批评。

更细致一些说，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碰到一些偶发事件。这些偶发事件能否巧妙处理既关乎教育教学能否顺利进行、教育目标能否达成，也反映出教师的智慧与修养。但教师个体经历总是有限的，而不管是自己经历的，还是听说的；不管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只要把他们罗列出来，都会成为教师资鉴的素材和榜样，甚至成为新的教育教学方式的生长点。所以教育理论的实践转向在这些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这种教育学是技术性的，所以一线教师会感觉到这种技术的引入对他们是有利的，是跟他们站在一边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但实际上慢慢的推进，必然会导致思想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操作性当做一个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实际上过去我们也搞过结构性的改革，以硬碰硬地方式强制推行某种教育理论、教育主张和教育观点，这些各类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试验最终都会转化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不起眼的浪花，教育似乎仍然在惯习的轨道上滑行。如果我们寻找某种技术性的或者程序性的入口来切入，表面上看是直接的工具论或经验论居上，实质则可能间接地对观念、结构、系统产生影响，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可引用阿基米德说过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这个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我们认为加强教育学的可操作性或许是在教育学理论研究上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本文是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沟通实践与理论关系的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SDYC11111）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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